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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转会面临立法实践和规则实施两个层面的法律困境。立法实践层面，法律文本中部分概念性质模糊或标准不明，如“工作合同”的合同名称无法表明其法律性质、“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正当体育理由”援引条件严苛、标准模糊等问题；规则实施层面，存在法律规避行为泛滥、主体履约意识淡薄和联合机制补偿流于形式等问题。为规范青少年球员转会法律秩序，更好地保护青少年运动员的权益，同时兼顾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的培训机构和俱乐部的利益，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寻求解决方案。规则内容的完善方面，应以两分性视角明晰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和“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法律性质，细化 “正当体育理由”的适用标准，同时化解青少年球员转会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困境。规则体系的健全及其配套措施的优化方面，应以利益平衡的立法价值为指引，一是严格规范青少年球员代理人的行为，二是预防和惩治合同违约行为，三是健全青少年球员转会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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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Transfer of Chinese Juvenile Football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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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fer of juvenile football players in Our country faces the legal dilemma of legislative practice and rule im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legislative practice, some concepts in legal texts are vague in nature or unclear in standards. For example, the contract name of "work contract" cannot indicate its legal nature,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Junior Amateur Player Training Agreement is unclear, and the provisions of “sporting just cause” are too strict, and the standards are vague. At the level of rule implementa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legal circumvention, weak consciousness of the subject's performance and solidarity mechanism is mere formality.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legal order of the transfer of Juvenile players and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young play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clubs that invest a lot of manpower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problem-oriented solutions The perfection aspect of the content of the rules, the legal nature of “work contract” and “training agreement” for juvenile players should be clarified from a two-point perspective,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 sporting just cause” should be detailed, and the legal application dilemma in the transfer practice of juvenile players should be solved. The perfection of the rule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supporting measure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legislative value of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juvenile players' agents;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and punish the behavior of contract breach; third, the state should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transfer disputes among juvenile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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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享有“世界第一大运动”的美誉。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由“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而中国足球的未来则取决于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
]。中国足协于2018年初公布《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于2019年初发布了《实施意见》的修订版本（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修订版本”），这意味着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动力。然而，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存在的规则掣肘并非朝夕可破，本文将从立法实践和规则实施两个角度出发探究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下文简称“青少年球员”）转会所面临的法律困境，并结合最新的立法动向探寻规则完善之道与困境化解之策。
1 概念释义：“青少年球员转会”与“青少年球员转会制度”

在阐释“青少年球员转会”和“青少年球员转会制度”的概念之前，首先应对“转会”这一概念有明确的认识。“转会”（transfer）一词起源于英格兰足球运动，经历了最初的习惯法概念到英格兰足球联盟成立后的成文法概念的转变，并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自身内涵。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以后，“转会”作为舶来品开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趋势下以及大量因足球运动员“改换门庭”产生的纠纷中展露其作为规范制度的优越性与必要性。

谈及“转会”一词，学界基于不同的视角通常有不同解释：从法学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转会”是指足球运动员从现俱乐部转到其他俱乐部的法律行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转会”是生产消费需求下球员由其所属球队转入其他球队的经济行为与结果[
]。其实，无论立足何种领域或视角，转会的本质概念均包含一种多主体联动参与下的权利义务变动，此变动不仅涉及球员本身，还牵涉球员的原所属俱乐部与新加入俱乐部，此外，监管部门在“转会”过程中扮演的调控角色也不可或缺。 
相较于普遍意义上的足球运动员转会，青少年球员转会具有主体上的特定性。顾名思义，青少年球员转会是指青少年球员从原俱乐部流动至新俱乐部的行为，同时，由于青少年球员一般会经历从接受青训的业余运动员向成为职业运动员的身份转变，青少年球员转会还涉及培训协议、工作合同、转会合同、培训补偿等一系列问题。对青少年球员转会制度应做广义上的理解，即规定和调整青少年球员在不同俱乐部之间流动及由此产生的各方关系和各类行为的法律、政策与准则的总称。正是基于青少年球员作为足球储备力量的特殊地位和优势地位，该制度也成为整个转会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2 青少年球员转会的立法实践困境

青少年球员转会看似并不复杂，却涉及多重法律关系，不仅包括原俱乐部与新俱乐部之间的法律关系，还包括青少年球员分别与原俱乐部和新俱乐部之间的法律关系，如青少年球员与原培训单位的培训合同关系、与新俱乐部的工作合同关系等。围绕上述法律关系，青少年球员转会的法律困境主要存在于立法实践和规则实施两个层面。对于第一个层面，即立法实践方面的法律困境主要体现为规则文本中部分概念性质模糊或标准不明，这既源于学界观点的莫衷一是，也将导致规则适用主体的理解差异，其中，以《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转会规定》）中“工作合同”性质模糊、“培训协议”性质不明和《实施意见》中解除工作合同的“正当体育理由”规定抽象最为典型。

2.1 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的法律性质模糊

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是青少年球员与俱乐部签订的确立工作关系、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契约。明确此类合同的法律性质，对青少年球员在转会过程中的法益保护以及防范球员与俱乐部的合同纠纷风险有所裨益。为更清晰地论述青少年球员转会在工作合同层面存在的立法实践困境，首先有必要在转会制度的框架内释明工作合同与转会合同的关系。一方面，工作合同有别于转会合同。转会合同以转出俱乐部和转入俱乐部为主体，主要涉及原俱乐部和新俱乐部间因转会产生的法律关系，而工作合同则以球员与俱乐部为双方当事人，工作合同的变更包含球员与原俱乐部间法律关系的解除及其与新俱乐部间法律关系的产生；另一方面，工作合同与转会合同是相互关联的。根据前文所述转会涉及的多重法律关系，转会合同的成立必然导致工作合同的变更，而工作合同的变更与转会合同的成立又共同构成转会的先决条件，同时，由于对签订工作合同的年龄条件的规定关涉到青少年球员的权益保护，对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相关问题的探讨是探究青少年球员转会立法困境不可避开的环节。 

不同时期的法律文件对工作合同的规定各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合同名称和青少年球员签订合同的年龄标准上。2009年公布的《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3条明确使用“劳动合同”指代球员与俱乐部间有关工作以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该条同时规定，“足球职业球员需年满18周岁”；而2015年发布的《转会规定》将“劳动合同”的措辞改为“工作合同”，同时附条件地承认16至18周岁的青少年球员可以签订工作合同；2019年《实施意见》修订版本则又一次将球员签订工作合同的年龄提高至18周岁。

合同名称的变更和年龄标准的反复，主要原因在于规则的制定者对工作合同性质的观点游移不定。2009年《暂行规定》直接使用“劳动合同”这一名称，表明当时的规则制定者采取“劳动合同说”的观点，即认为对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有关工作以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应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但是该规定第3条 “足球职业球员需年满18周岁”却与《劳动法》第15条规定的“1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可以成为劳动者”相悖。2015年《转会规定》实现了年龄标准上与《劳动合同法》的契合，但合同名称的转变却似乎表明规则制定者抛弃了“劳动合同说”的观点，这也可能是其基于对劳动合同法所调整的对象——劳动关系的研判：第一，从劳动关系主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球员之于俱乐部，不似一般劳动者无需履行注册手续；第二，从劳动关系的内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的角度来看，劳动者被赋予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而青少年球员的转会则受到严格限制；第三，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无需理由即可在符合一定期限和形式的前提下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如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而青少年球员欲在期限届满前解除工作合同则需要正当理由，否则需支付数目不小的违约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实施意见》修订版本将球员签订工作合同的年龄标准恢复至18周岁也印证了规则制定者否定“劳动合同说”的观点。

那么，如果“工作合同”并非劳动合同，是否可以纳入一般民事合同的范围调整呢？按照《民法典》第18条规定，应认为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足球运动员如果能够用个人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当然地享有签订球员工作合同的权利和资格。但是，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足球运动员生活内容主要是参加青训和球赛，而青训补贴和赛事收入是否属于“劳动收入”？如果是，那么“工作合同”究竟为“一般民事合同”还是“劳动合同”呢？此处又产生了新的悖论。因此，虽然现行规定中使用“工作合同”这一名称取代“劳动合同”，并不能解决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的性质争议，这也进一步产生了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类型的认定困境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难题。

2.2 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

业余球员是与职业球员相对的概念。根据《转会规定》第3条，职业球员以与俱乐部签订书面工作合同为身份获得的前提，同时其从事足球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大于实际支出，除此之外的其他参与有组织的足球赛事的球员则为业余球员。职业球员的成长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在具备职业球员所需的条件之前，青少年球员通常会注册成为某一俱乐部的业余球员，并与该俱乐部签订培训协议，以获得足球培训的各项支持。据《转会规定》第27条，培训协议应当载明培训俱乐部与球员间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终止条款等，并作为培训单位获得补偿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青训俱乐部签订培训协议的目的在于为俱乐部储备后备力量，其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是以青少年业余球员在未来成为职业球员后可能带来的巨大预期利益为对价的。

然而， 立法对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规范体现出一定的缺位性困境。以“万达索赔天价违约金”案为例，该案中，北京万达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万达俱乐部”）于2012年与少年球员王某签订培训协议，资助王某赴西班牙培训，而在2017年合同期满后王某却加盟丹麦某足球俱乐部。事后，万达俱乐部提出，按照培训协议约定，王某仅在协议期满而万达俱乐部未提出签订工作合同的情形下方可与其他球队签订工作合同，而王某及其父母在培训期满前处于“失联状态”，对万达俱乐部要求签订工作合同的通知不予回复，构成恶意违约，因此向球员主张返还培训费用300万余元，并索赔高达1700万元的违约金。“万达索赔天价违约金”案是一例较为典型的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纠纷案件，同时，该案所反映的关键法律争议也亟待立法实践给予更多回应和关切。其中最需要立法或行业规则制定作出回应的是，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法律性质应如何认定？  

正如前文所述，工作合同存在“劳动合同”和“一般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之争，而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也存在类似的法律性质不明的困境。在“万达索赔天价违约金”案中，万达俱乐部依据“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相对于教育培训服务合同显然具有较强的独特性。从合同履行内容上看，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的履行一般是指由培训单位接受培训者缴纳的培训费用并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关技能、知识等培训服务，而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履行则通常是青训俱乐部为青少年业余球员承担培训的费用，青少年业余球员须履行在培训期满、符合一定年龄条件时与该俱乐部签订职业合同等具有一定人身属性的义务。从这一点上看，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又类似于劳动合同[
]。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法律性质困境源于相关立法的缺失，若将其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则不应直接由法院受理此类协议产生的纠纷案件，而若将其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即使法院受理案件，也难以准确确定对应的案由并作出相应的裁决。

2.3 青少年球员解除首份工作合同的“正当体育理由”规定抽象

《实施意见》为保障青少年球员培训单位的相关权益，赋予其“首次签约权”，即青少年球员培训单位可于培训协议届满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享有与青少年球员签订首份工作合同的优先权。如果球员无正当理由拒绝俱乐部的“首次签约权”，则将面临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重罚。同时，由于俱乐部通过行使“首次签约权”签订的工作合同最高年限仅有两年，为防止俱乐部以“冷板凳”为威胁让青少年球员签订长期工作合同，《实施意见》规定青少年球员依据《转会规定》第46条享有基于“正当体育理由”（sporting just cause）单方解除工作合同的权利。

“正当体育理由”源于《国际足联运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定》[
]（Regulations for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第15条的规定，《转会规定》第46条亦是依据该条产生。该规定表明，“正当体育理由”的适用条件是某职业球员在该赛季上场次数不足俱乐部参与官方比赛次数的10%。球员基于“正当体育理由”可免除禁赛的体育处罚，但是不免除经济赔偿。“正当体育理由”虽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刚进入职业领域的青少年球员的参赛权及其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但是仍然存在援引条件过严、标准模糊的问题[
]。首先，即使球员满足适用“正当体育理由”的条件，俱乐部仍可以通过证明球员的能力及身体状况不具备上场条件来驳回“正当体育理由”，这极大地限缩了“正当体育理由”的适用效力；其次，“上场次数”的量化标准不够明晰，若俱乐部保证球员的上场次数，但是却压缩球员每次上场的时间，则仍可能导致“正当体育理由”无法成立；再次，“正当体育理由”的援引时间不同于一般正当理由，运动员必须于该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后15d内提出，这一较为严格的时间限制对青少年球员熟悉掌握相关规则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一旦错过该期限，也就错过援引“正当体育理由”以解除合同的机会；最后，若球员成功援引“正当体育理由”，仍需予以俱乐部一定的经济赔偿，然而对该经济赔偿的数额以及计算方式，法律文件中均无明确的规定。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尽管“正当体育理由”条款的设置初衷在于保护球员的参赛权等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青少年球员几无成功援引条款解除首份工作合同的可能。“正当体育理由”沦为“僵尸条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足球行业规则对青少年球员的形式保护占据更大比例。正如上文所提出的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法律性质模糊的困境，足球行业的自治性决定其行业规则的特殊性，在《劳动合同法》无法完全调整俱乐部与球员工作关系的情形下，如何在两者间寻求最大地利益平衡点，不仅考验着足球行业规则制定者的立法技术，也取决于规则制定者的价值取向。

3 青少年球员转会的规则实施困境

本文开头即提到，“转会”经历了习惯法概念到成文法概念的转变，这一历程表明转会规则总结于足球运动实践，最终也要运用于足球运动实践中。然而，青少年球员转会不仅存在规则缺位或规则模糊等立法层面的困境，也会在实践中出现与规则背道而驰而又难以为规则所规制的行为和状况，这些行为或状况构成青少年球员转会法律困境的第二个层面，即规则实施困境，主要包括法律规避行为泛滥、合同违约行为频发以及联合机制补偿难以实现等问题，并且上述问题导致规则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制作用。

3.1  法律规避行为泛滥之殇

在青少年球员转会实践中，某些俱乐部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甘冒违法之风险，行规避法律行为之实，引得其他俱乐部竞相效仿，甚至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其中最典型的法律规避行为是青少年球员的代理人与俱乐部合谋制造“例外条件”规避转会年龄限制。

目前，中国对球员国内转会的年龄原则上限制在16周岁以上，自《转会规定》发布时始规定例外条件——需提供球员学籍证明和监护人工作证明，但是实践中该例外规定并没有给俱乐部造成任何实质性障碍，俱乐部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开具虚假证明，反而使得例外规定成为常态行为。基于此，《实施意见》借鉴房地产调控措施中认定购房人购房资格的标准，以“监护人能够提供社保或者个税缴纳的证明”这一例外条件，取代了可信度较低的“工作证明”，看似要求更为严格，然而实践中 “社保或者个税缴纳证明”的获得对俱乐部来说也并非难事，因此，《实施意见》中的此处变动仍然不能杜绝俱乐部不惜代价创造“例外条件”的行为。

3.2 主体履约意识淡薄之哀

足球俱乐部为自身发展计，往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以培训青少年球员，也正因为如此，天赋过人且接受过成熟培训的青少年球员往往成为各大俱乐部“围猎”的对象。实践中，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在部分俱乐部和足球经纪人操纵下，青少年球员违约现象屡见不鲜，如亚泰青训球员涉嫌违约违纪一案。该案中，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选派赴葡萄牙培训的部分成员在结束回国后没有按要求归队，而是擅自转会到其他的俱乐部，这给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才流失。     

青少年球员违约行为可谓损人不利己。首先，球员的原俱乐部遭受巨大损失，不但前期对青少年球员的培训投入白费，还使得其因培养球员而产生的预期利益落空；其次，因违约行为产生的诉讼成本过高，对球员和俱乐部双方都造成不小的诉累，耗费双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再次，对青少年球员未来发展不利，无论是球员自身心理成长还是未来职业发展都容易陷入被动状态。

仍以前述“万达索赔天价违约金”案为例，虽然该案后经调解结案，但是其所暴露出的青少年球员违约乱象也引人深思。青少年球员违约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主体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较弱。例如，在“万达索赔天价违约金”案件中，由于青训俱乐部与青少年球员在培训协议中未对签订工作合同的“通知条款”、违约金等关键事项作明确约定，导致日后争议双方各执一词。第二，短期利益诱惑较大。实践中，不少实力较强的俱乐部不惜重金诱导尚处于合同保护期的球员违约后加盟己方，而正值职业黄金期的球员则不惜以违约方式，欲实现经济利益和职业前途的“双丰收”；第三，违约成本较低。由于新俱乐部往往会承担加盟球员的违约费用，球员无需承担因违约产生的经济减损，同时，当前对俱乐部“首次签约权”等权利的赋予或者对双方的违约责任等仅规定在足球行业规范中，难以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和震慑力，较低的违约成本导致青少年球员及其代理人淡漠契约精神、无视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其违约行为往往陷原俱乐部于不利，也陷自己于不义，更是给青少年转会制度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破坏。

3.3 联合机制补偿流于形式之困

根据“竞争性平衡”理论，体育赛事富有魅力的原因正是参赛者的水平相近，导致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
]。在足球领域，经济实力较强的俱乐部往往会通过转会制度瞄准“好苗子”，“招兵买马”以储备人才、提升实力，若不对此种情形加以合理限制和调节，则会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同时培养青少年球员的俱乐部遭受巨大损失，也会打消俱乐部对青少年球员培训的积极性。为实现俱乐部之间的“竞争性平衡”，足协早在2009年《暂行规定》中便参照国际足联规定引入了“联合机制补偿”制度。“联合机制补偿”意为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在工作合同到期前转会到新的俱乐部，新俱乐部必须向全部为该球员提供过培训的俱乐部支付补偿的制度[
]。该制度及其内容的规定最早由国际足联做出并由中国足协于2009年引入国内，规定于《暂行规定》中，初衷在于保护青少年球员培训机构或俱乐部的利益，激励和促进青训体系发展。

虽然联合机制补偿制度落地中国已有十年，并分别在2015年《转会规定》、2017年《中国足球运动员联合机制补偿及培训补偿说明》以及2018年《实施意见》及其修订版本中不断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具体内容、细化计算方式，但在实践中该制度却收效甚微，甚至流于形式，尤其体现在国内转会中。主要表现为：第一，申请比例较小。俱乐部的维权意识淡薄，加上本身对联合机制补偿制度认识不足，实践中很少有培训俱乐部向新俱乐部提出联合机制补偿。第二，补偿难以落实。球员的履历缺失、转会信息不对称以及流程的复杂致使申请补偿、确定补偿数额等困难，培训机制补偿很难得到落实。第三，存在监管漏洞。国内转会市场的监管较为宽松，部分俱乐部怂恿球员从原俱乐部转会到新俱乐部后，又立即转到第三家俱乐部，此行为被称为“过桥转会”，处于“过桥转会”流程的第二家俱乐部便相当于过渡的“桥梁”。由于青少年球员不代表第二家球队，俱乐部通常通过利用监管漏洞实施“过桥转会”行为，以减少联合机制补偿的支付，这也造成对青少年球员提供过培训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失。第四，救济渠道狭窄。国内目前只有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负责对此类纠纷进行处理，一方面，该机构还需处理大量其他类型的足球运动纠纷，因此，在时间和经济成本上可操作性较低，另一方面，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属于中国足协下辖的机构，而中国足协又是俱乐部和球员的管理机构，因此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准司法独立性容易受到公众质疑，其裁决结果的信服力也较低。

4 青少年球员转会法律困境的纾解之道

青少年球员转会制度的完善，一方面需要在今后法律文件的制定或修订过程中弥补规则本身存在的阙漏，细化和完善法律规则，强化法理依据，保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利益平衡的立法原则指导下，用规则回应实践中的问题，为防范实践中有法不依之乱象或无法可依之不虞而完善配套措施，实现转会规则的体系化发展。
4.1 完善青少年球员转会的规则内容

前文对青少年球员转会中存在的立法实践困境进行了分析，主要体现在三处：第一，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的法律性质模糊；第二，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第三，青少年球员解除首次签订的工作合同所适用的“正当体育理由”存在援引条件过严、标准不明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前文已经提到，现行的《转会规定》以“工作合同”取代原《暂行规定》中的“劳动合同”，正是基于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但同时却回避了有关球员工作合同性质的争议。合同性质决定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因此，明晰“工作合同”的性质意义重大。事实上，2016年《关于加强和改进职业足球俱乐部劳动保障管理的意见》的规定指出，“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探索建立适用职业足球特点的劳动用工、工资分配、工时和休息休假等制度。”其中，“等”字表明“工作合同”不只是《劳动合同法》可以调整。因此，在今后规则的修订中可以将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一分为二，一方面，对于工作合同中不悖于劳动关系的部分，应视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合同而受《劳动合同法》的规制；另一方面，应要求符合订立工作合同条件的青少年球员与俱乐部就该工作合同的特殊之处另行明确作出约定，这一部分则可以视为特殊民事合同加以处理。规则的细化及对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约过程中具体义务的规定，不仅有助于化解性质争议带来的理解冲突，还能纾解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困境。

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实施意见》规定的培训单位相关签约权益减小了争议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无论是立法亦或是行业规范都未明确青少年业余球员在培训协议纠纷发生后的救济路径和受理案件的相关机构（法院或仲裁机构）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依据。因此，立法者应当对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由于该类协议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服务合同”的范畴，在未来《体育法》及足球行业规范的修订中，可以采取与认定“工作合同”性质类似的方法，将青少年业余球员培训协议视为“教育服务合同”类别下的特殊的民事合同，这不仅能够体现出对足球行业规律的尊重，也能为司法机关明确案由、作出合理的判决提供更为完善和充分的法律依据。

对于第三个问题，应当通过细化标准、放宽援引条件的方式化解“正当体育理由”条款的“僵尸条款”危机，实现对初为职业球员的青少年球员更为有效、更具实质的保护。第一，对“正当体育理由”的适用标准应当进行细化和完善。对 “上场次数”应进一步设置时间标准，即在每一场赛事中，只有球员的上场时间满足该标准方可计为一次，如是则可以避免俱乐部对运动员上场时间的实质压缩。第二，对“正当体育理由”提出时间的限制应当适当放宽。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命十分宝贵，对于刚签订工作合同、尚处于职业上升期的球员来说更是如此，可以考虑将“该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后15d内提出”的时间限制适当放宽。第三，应当明确球员成功援引“正当体育理由”解除合同后所支付经济赔偿的计算标准。

4.2 健全青少年球员转会的规则体系

对青少年球员转会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避、合同违约等行为，应抓住问题背后的实质，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并通过转会规则体系的构建以及配套措施的优化以发挥制度的规制与防范功能，从而冲破青少年转会的法律实践困境。

4.2.1规则的制定应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

青少年球员转会制度的运行过程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由此也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利益，而只有各方利益达到平衡状态时，才能推动青少年球员转会制度得以顺利运行。利益平衡不是利益均等，而是各主体在有一定利益差别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制衡[
]。因此，在制定青少年球员转会的相关规则时，要全盘考量各方的关系。

一方面，在青少年球员与俱乐部的法律关系上，应当倾斜保护青少年球员的利益，但也应兼顾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的俱乐部的利益。在青少年球员作为特殊群体的倾斜保护方面，转会规则应严格禁止俱乐部通过变相设置阻碍性条件阻挠符合条件的青少年球员自由转会。同时，对青少年合法利益的倾斜性保护并不意味着纵容其权利扩张而完全挤占俱乐部的权利空间。例如，青少年球员通过国际转会又转回国内其他俱乐部的行为需要取得原俱乐部的同意，该规定能够较大程度地保障原俱乐部的权益。

另一方面，在转出俱乐部与转入俱乐部之间的利益平衡上，应当认识到新俱乐部本身是凭借接受人才而获取利益的一方，理应给予转出方一定的补偿，以平衡双方利益。目前，“联合机制补偿”规则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如前文所述，球员注册制度不完善、球员履历不真实、转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往往使得青少年培训俱乐部的受补偿权不能得到合理保障。为此，应通过规则修订以实现青少年球员转会后原俱乐部和转入俱乐部之间的利益平衡。其一，针对培训机制补偿申请比例较小的现状，可以尝试简化补偿方式使其更容易被接受；其二，应强化足球管理部门针对联合机制补偿支付情况的监督职权，加大对未支付补偿的俱乐部的打击力度；第三，应严格打击青少年球员的履历造假等行为，对履历造假的球员及相关责任人予以严厉的制裁措施。 

4.2.2 规则体系的健全应完善配套措施

青少年球员转会规则体系的良好运行有赖于各项配套措施的支撑与推动。转会规则体系的配套措施，包括对球员代理人的规范措施、对违约行为的处罚措施、转会争议发生后各方主体的救济措施等一系列与转会有关的规定与措施。

第一，应严格规范青少年球员代理人的行为。青少年球员往往因经验不足或潜心备赛等原因，不能亲自处理转会事宜，实际上转会过程中的发生的法律规避行为多是由代理人一手操纵。因此，防范青少年球员转会过程中的法律规避行为，需要从严格代理人资格和规范代理人行为入手。《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规定》[
]是规定代理人权利和义务的主要规则，在今后对该规则进行修订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首先，严格规定足球代理人的准入资格，除考试、限制学历背景等方式，还可以赋予足球管理部门对代理人征信情况进行审查的权力，对于有不良征信的公民应通过“执业禁止”条款限制其成为代理人；其次，尝试设立代理人宣誓制度，增强其职业责任感与使命感；最后，明确代理人实施法律规避等违规行为的法律后果，通过增加惩罚性规制代理人的不规范行为。

第二，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用规则谨慎预防和严厉惩治合同违约行为。肆意违约的行为破坏整个足球领域的环境，而青少年足球事关足球行业未来的发展，更应对该领域的违约行为严格规制，肃清不良风气。《实施意见》中明确青少年球员培训单位满足一定条件可享有“首次工作合同签约权”，单方违约的青少年球员可能面临停赛24个月的处罚，这对于处于年龄黄金期的运动员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除此之外，为防范可能的违约行为或降低违约行为的比例，对于单方违约的青少年球员，应结合其违约程度以及给俱乐部造成的损失予以相应等级的处分并记入档案；针对培训俱乐部对青少年球员违约行为举证困难的情况，可以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将培训俱乐部的风险降到最低。

第三，应拓宽青少年球员转会纠纷解决渠道[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规定，涉及足球行业内部的纠纷由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处理，因此，涉及青少年球员与俱乐部间的转会纠纷自然也应提交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处理。前文已经提到此种行业内部纠纷解决方式的具有单一性和非独立性的特点，该特点不仅限制了青少年球员转会纠纷当事人的救济渠道，还影响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和信服力。因此，一方面，足球管理部门应从行业内部改进该仲裁系统，探索建立符合青少年足球合同特点的，聚焦实践中合同争议的青少年球员工作合同争议处理机制，可以尝试在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下分设专门负责解决青少年球员转会纠纷的仲裁庭，以求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争议。另一方面，可以参照国际体育仲裁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简称CAS）设立专门的国内体育仲裁机构，通过其独立性、中立性实现体育行业内部纠纷的外部制衡[
]，更为公正地处理青少年球员和俱乐部间的转会纠纷，并通过判例的积累，明确青少年球员转会相关法律规则的适用，实现对当前青少年球员转会规则秩序和实践秩序的匡扶。

5.结语

观察最新的立法动态，不难发现其中折射出的国家对青少年球员转会的关注与重视，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相较于足球运动发展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我国的青少年球员转会制度无论从规则构建方面还是实践操作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滞后性，强制约束力较低的足球行业规则尚不足以有效实现对青少年球员转会秩序的维护和规范。未来，一方面我们应认真研究国际足球运动员转会规则以及国外青少年足球转会的相关立法，吸收其先进部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僵化的“拿来主义”，通过对本国青少年球员转会实践中的案例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探索以规范青少年球员转会秩序、促进青训体系发展为导向的青少年球员转会规则体系的构建，通过立法资源的倾斜实现青少年球员转会规则强制力的提高，同时完善青少年球员转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定纷止争的同时明确转会规则的适用标准，破解当前我国青少年球员转会的法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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